
环境规制与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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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依据世界银行的收入划分标准， 采取绝对值法将经济体划分为陷入

组、 跨越组、 高收入组、 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五类， 并基于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 ３９ 个

陷入组和 ２３ 个跨越组经济体的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跨越 “中等收入

陷阱” 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 环境规制与陷入组经济体经济增长之间呈现

倒 Ｕ 型曲线关系， 与跨越组经济体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正向线性关系， 即适当的环

境规制强度有助于促进发展中经济体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在经济体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前后、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前后均具有

显著差异； 技术创新能够驱动陷入组和跨越组经济体经济增长， 而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仅能促进陷入组经济体经济增长； 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 ＦＤＩ
优化效应促进跨越组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 但无法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 ＦＤＩ 优化效

应促进陷入组经济体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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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０７ 年， 世界银行在 《东亚复兴： 经济增长理念》 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 “中
等收入陷阱” 的概念， 其基本含义为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

增长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但受限于制度僵化、 经济发展模式落后等重重

阻力， 这些经济体在很长时间内未能突破这一收入范围， 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

（Ｇｉｌｌ ａｎｄ Ｋｈａｒａｓ， ２００７） ［１］。 近年来， 虽然有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已步入中等收入阶

段， 但很少有经济体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门槛， 迈向高收入阶段。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

过程中， 无论是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经济体， 还是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的

经济体， 都面临着自然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问题， 而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制约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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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对环境问题予

以高度重视， 实施了一系列环保法规与政策， 并着力协调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

关系。 相反， 多数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的经济体过度依赖自然资源， 具有技术

水平低下、 产业结构落后、 制度腐败等特点， 其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环境问

题日益凸显、 经济增长停滞。 环境规制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纠正环境负外部性的

同时， 亦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 提高劳动生产率、 优化产业结构， 有助于实现环境

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格局。 因此， 统筹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融合发展， 不

仅不是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阻碍， 反而恰恰是发展中经济体跨越 “中等收入

陷阱” 的动力。
现有文献对 “中等收入陷阱” 的概念及成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但关于如何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研究相对较少， 且大多仅从制度质量、 技术创新、 产业

结构等方面解释了 “中等收入陷阱” 的跨越路径， 并未考虑到环境因素对 “中等

收入陷阱” 跨越的影响， 也没有对环境规制影响 “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的作用机

理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 本文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基于跨国层面

数据， 分析了 “中等收入陷阱”、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第二， 首次

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发展中国家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影响， 阐述了环境规制对

“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的影响机制， 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 第三， 基于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５ 年间 ３９ 个陷入组和 ２３ 个跨越组经济体的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

发展中经济体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影响， 并对陷入组和跨越组经济体的回归

结果进行比较。

一、 文献回顾

（一） 关于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相关研究

现有文献从制度质量 （Ａｉｙ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２］、 技术创新 （李天国和沈铭辉，
２０１８） ［３］、 经济结构 （Ｖｉｖａｒｅｌｌｉ， ２０１６） ［４］、 进出口贸易 （Ｆｅｌｉｐ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５］、
收入分配 （Ｖａｎｄ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Ｚ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１） ［６］、 人力资本 （Ｊｉｍｅｎｅ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７］

等角度对 “中等收入陷阱” 的概念和成因进行了深入研究。 近年来， 部分学者开

始关注 “中等收入陷阱” 的跨越路径， 主要形成了以下四种观点： 一是制度环境，
“制度高墙” 与 “中等收入陷阱” 密切相关， 通过推进制度改革、 提高政府效率、
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等方式能够突破 “制度高墙”， 为经济增长提供适宜的制度环

境， 从而助推经济体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田国强和陈旭东， ２０１５） ［８］； 二是技

术创新， Ｇｉｌｌ 和 Ｋｈａｒａｓ （２００７） 在 《东亚复兴： 经济增长理念》 中提出了 “东亚

奇迹” 的概念， 肯定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同时指出创新是日本、
韩国等东亚经济体顺利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原因之一； 三是对外开放， 杨长湧

（２０１８） ［９］认为 １９６０ 年以来日本、 亚洲 “四小龙” 等 １３ 个经济体跨越 “中等收入

陷阱” 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实施了对外开放政策； 四是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

升级以及政府的配套政策是助推发展中经济体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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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ｈｎｏ， ２００９） ［１０］， 但只有那些能够将其产业结构转变为有利于高技术和高需求弹

性部门发展的经济体， 才能真正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Ｃｉｍｏ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１１］。
（二） 关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现有文献关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理论： 一是遵循成

本论， Ｊａｆｆｅ 等 （１９９５） ［１２］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削弱了企业的国

际竞争力， 不利于经济增长， Ｃｏｓｔａ－Ｃａｍｐｉ 等 （２０１８） ［１３］基于 ２２ 个欧洲经济体的数

据考察了电力监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研究发现可再生能源推广成本和工业网络成

本这两项监管法规对电力消耗和 ＧＤＰ 均产生负向效应； 二是创新补偿论， Ｐｏｒｔｅｒ
和 Ｌｉｎｄｅ （１９９５） ［１４］认为适当设计的环境政策可以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 从而抵

消了因遵守环境政策而支付的成本， Ｃａｌｅｌ 和 Ｄｅｃｈｅｚｌｅｐｒｅｔｒｅ （２０１６） ［１５］ 研究了特定

的环境监管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欧盟碳排放交易政策提高了受监

管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三是不确定论， 钱争鸣等

（２０１５） ［１６］、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９） ［１７］ 分别基于我国省级层面数据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ＯＥＣＤ） 工业部门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联系， 前者指出

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 绿色经济效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 Ｕ 型趋势， 而后

者则认为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呈现倒 Ｕ 型曲线关系。
（三） 评述

虽然学术界对 “中等收入陷阱” 假说、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较为

丰富， 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关于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制度环境、 技术创新、 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四个方面， 并未

探究环境因素对发展中经济体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影响； 二是现有文献仅仅

考虑了环境因素对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未将环境规制与 “中等收入陷

阱” 二者联系起来， 缺乏对环境规制影响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内在机制的分析。
因此，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本文结合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 进一步深入分析环境规

制对 “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 从而为我国政府和发展中

经济体破解 “中等收入陷阱” 难题提供参考。

二、 环境规制与 “中等收入陷阱” 的基本事实

（一） “中等收入陷阱” 的基本事实

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Ｇｌａｗｅ ａｎｄ Ｗａｇｎｅｒ， ２０１６） ［１８］： 一是绝对值法， Ｆｅｌｉｐｅ 等 （２０１２） 以一个国家 （地
区） 在进入下一个更高收入水平之前的平均年数为划分标准， 并指出如果一个经

济体未能在 ２８ 年内由中低收入区间跨入中高收入区间， 或未能在 １４ 年内由中高收

入区间跨入高收入区间， 那么该经济体就被 “中等收入陷阱” 锁定； 二是相对值

法， Ｗｏｏ （２０１１） ［１９］通过构建追赶指数 （ＣＵＩ） 来判定一国 （地区） 是否被 “中等

收入陷阱” 锁定， ＣＵＩ 表示一国 （地区） 人均收入占美国人均收入的比重， 若 ＣＵＩ
长期徘徊在 ２０％～５５％之间 （至少 ５０ 年）， 那么该国 （地区） 被 “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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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 多数使用绝对值法的学者 （Ｆｅｌｉｐ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张德荣等， ２０１３［２０］ ） 按照

世界银行每年更新的收入划分标准对经济体进行分类， 而使用相对值法的学者对不

同阶段的收入划分并无统一标准， 故本文使用绝对值法对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期间存续

的 １０６ 个经济体是否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的情况进行判断， 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 依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动态收入划分标准， 判定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变

化情况。 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收入将世界各经济体划分为高收入、 中高收入、 中

低收入和低收入四个区间。 由于世界银行仅提供了 １９８７ 年之后的收入阶段分类标

准， 本文使用 １９６０—１９８７ 年的 ＳＤＲ 平减指数对 １９６０—１９８６ 年的收入划分标准进行

估算， 表 １ 为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不同收入阶段的划分标准①。

表 １　 不同收入阶段划分标准

（单位： 美元）

收入类型 １９６０ 年 １９７０ 年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７ 年

低收入 ＜＝ ８４ ＜ ＝ １１３ ＜ ＝ ３７２ ＜ ＝ ６１０ ＜ ＝ ７５５ ＜ ＝ １００５ ＜ ＝ ９９５

中低收入 ８５－３４０ １１４－４５９ ３７３－１ ５０６ ６１１－２ ４６５ ７５６－２ ９９５ １ ００６－３ ９７５ ９９６－３ ８９５

中高收入 ３４１－１ ０５２ ４６０－１ ４２２ １ ５０７－４ ６５７ ２ ４６６－７ ６２０ ２ ９９６－９ ２６５ ３ ９７６－１２ ２７５ ３ ８９６－１２ ０５５

高收入 ＞１０５２ ＞１４２２ ＞４６５７ ＞７６２０ ＞９２６５ ＞１２２７５ ＞１２０５５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ｈｅｌｐｄｅｓｋ􀆰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

其次， 统计各经济体在各收入区间所经历的时间， 判定不同经济体是否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借鉴 Ｆｅｌｉｐｅ 等 （２０１２） 的做法， 定义被 “中等收入陷阱” 锁定的

经济体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一是在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间仍处于中低收入或中高收入

区间； 二是在 ２８ 年内未能从中低收入区间进入中高收入区间， 或在 １４ 年内未能从中

高收入区间跨入高收入区间。 相反， 若一个经济体在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间， 明显由中等

收入阶段跨入高收入阶段， 那么称该经济体跨越了 “中等收入陷阱”。 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所有经济体划分为陷入组、 跨越组、 高收入组、 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五类。
其中， 陷入组指的是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的经济体， 跨越组指的是跨越 “中等收

入陷阱” 的经济体， 高收入组、 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分别表示长期处于高收入、
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段的经济体。 经统计， 在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间， １０６ 个经济体中包含

３９ 个陷入组经济体， ２３ 个跨越组经济体， １９ 个高收入组经济体， １１ 个中等收入组经

济体和 １４ 个低收入组经济体。 表 ２ 报告了陷入组和跨越组经济体的分组情况。
为更直观地比较不同组别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状况， 本文分别从陷入组和跨越组

中选取巴西、 委内瑞拉、 墨西哥、 南非、 日本、 韩国、 西班牙、 中国香港地区八个

经济体， 并将各经济体的人均 ＧＤＰ 通过购买力平价转换为美元， 绘制了这些经济

体在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的经济增长轨迹， 如图 １ 所示。 在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间， 日本、 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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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经济体人均 ＧＤＰ 的数据来源于佩恩表 ９􀆰 １， 而佩恩表的数据仅更新到 ２０１７ 年， 故本文选取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的经济数据对不同经济体进行分组。



国、 西班牙和中国香港地区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了 “中等

收入陷阱”， 而巴西、 委内瑞拉、 墨西哥和南非经济增长缓慢，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

间内仍被锁定于中等收入行列，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表 ２　 陷入组和跨越组经济体分组

陷入组 （３９ 个） 跨越组 （２３ 个）

阿尔及利亚 牙买加 埃及 奥地利 科威特

阿根廷 约旦 萨尔瓦多 巴巴多斯 中国澳门地区

伯利兹 马来西亚 加纳 文莱 马耳他

博茨瓦纳 毛里求斯 洪都拉斯 智利 巴拿马

巴西 墨西哥 印度尼西亚 塞浦路斯 波兰

保加利亚 巴拉圭 摩洛哥 希腊 葡萄牙

哥伦比亚 秘鲁 尼加拉瓜 中国香港地区 沙特阿拉伯

哥斯达黎加 南非 尼日利亚 匈牙利 新加坡

多米尼加共和国 斯里兰卡 菲律宾 爱尔兰 西班牙

厄瓜多尔 泰国 突尼斯 意大利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斐济 土耳其 赞比亚 日本 乌拉圭

危地马拉 委内瑞拉 津巴布韦 韩国

伊拉克 玻利维亚 叙利亚

资料来源： 依据 ＷＤＩ 数据库计算所得。

图 １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主要经济体的人均 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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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

在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时， 因为多数经济体的排放标准和环境治理投资数据难以

获得， 所以多数学者采用污染物排放量来衡量不同经济体的环境规制强度差异

（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ｏｌｓｔａｄ， ２００２［２１］； Ｍａｄｓｅｎ， ２００９［２２］）。 为考察环境状况与经济发展之间

的关系， 本文借鉴 Ｍａｄｓｅｎ （２００９） 的做法， 使用如下回归模型来估计各经济体的

环境规制强度：
ＬｎＳＯ２ｉｔ ＝α０＋α１ＬｎＧＤＰ ｉｔ＋α２Ｓｅｃｏｎｄｉｔ＋α３Ｆｏｓｓｉｌｉｔ＋α４ＬｎＡｕｔｏｉｔ＋εｉｔ （１）

其中， ＬｎＳＯ２ 是 ＳＯ２ 排放量的对数值， ＬｎＧＤＰ、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ｓｓｉｌ、 ＬｎＡｕｔｏ 分别为

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 制造业产出占 ＧＤＰ 比重、 化石燃料发电与水力发电的相对

比例、 汽车汽油消费量的对数值。 模型 （１） 回归后的残差表示环境规制的宽松程

度， 残差值越高表明环境规制的宽松程度越高， 相应的 ＳＯ２ 排放量也就越高。 之后，
本文将得到的残差进行 ０～１ 标准化处理， 再用 １ 减去残差标准值， 从而将环境规制

的宽松程度转换为严格程度， 最终得到各经济体环境规制强度的数据。 因此， 环境规

制指标的值落在 ［０， １］ 之间， 且数值越接近 １， 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越高。
为探讨环境规制对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以上述指标衡量环境规制

强度， 以人均 ＧＤＰ 衡量经济增长， 并分别绘制了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陷入组和跨越组经

济体中环境规制与人均 ＧＤＰ 的关系， 如图 ２ 所示。 在陷入组中， 环境规制与经济

增长之间呈现倒 Ｕ 型曲线关系， 而在跨越组中，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正

向线性关系， 表明适度的环境规制有助于陷入组和跨越组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

图 ２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不同组别经济体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 环境规制影响 “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的理论分析

中等收入经济体被锁定于 “中等收入陷阱” 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及时转换经济

增长动力机制， 所以 “中等收入陷阱” 的本质是经济增长问题 （张德荣， ２０１３）。 因

此， 探索环境规制影响 “中等收入陷阱” 的作用机理实质上就是考察不同发展阶段

环境规制对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本文将以陷入组和跨越组经济体为主要研究

对象， 分析环境规制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特征， 进而从技术创新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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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直接投资两个方面分析环境规制影响 “中等收入陷阱” 的理论机制。
第一， 环境规制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 由于不同经济体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存在较大差异， 环境规制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

异。 对陷入组经济体而言， 实施环境政策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 优化要素资源配

置、 提高劳动生产率， 所以适度的环境规制促进了陷入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但

是， 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的治污和生产成本， 从而挤占了企业进行其他更有效率投

资的资源， 且环境规制打破了污染密集型企业发展的路径依赖， 对传统工业部门的

发展产生巨大冲击。 因此， 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定水平后， 环境规制的负向效应

超过正向效应， 不利于经济增长。 跨越组经济体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良的生态

环境， 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有助于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融合发展， 所以环境规

制促进了跨越组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 据此， 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 环境规制对跨越组和陷入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

适度的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发展中经济体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 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 适度的环境规制有助于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

新活动， 企业获得的技术进步经济效益能够弥补其遵循环境规制的成本， 故环境规

制提升了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Ｐｏ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Ｌｉｎｄｅ， １９９５）。 技术创新包含产品

创新和工艺创新， 产品和工艺的创新有利于促进经济体生产成本的降低、 生产效率

的提升、 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从而推动了陷入组和跨越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然

而， 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在不同经济体内发挥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 陷入组经

济体的经济基础薄弱、 技术积累严重不足， 且自主研发创新具有高风险、 高投入、
长周期的特点， 所以陷入组经济体的创新动力不足。 虽然环境规制迫使企业承担更

大的环境成本压力， 但创新投入的成本远高于污染减排的成本。 陷入组经济体的环

境制度体系不健全、 环境执法力度不足， 导致环境政策的有效性无法保证， 所以环境

规制难以通过激励陷入组经济体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 相反， 跨越组经济体具有较

强的创新动力和健全的环境制度体系， 企业以环境政策为导向， 积极引进污染处理设

备、 发展绿色环境技术、 整合优化生产流程， 从而提高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和议价能

力， 有效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 （余东华和孙婷， ２０１７） ［２３］。 基于此， 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 技术创新能够驱动陷入组和跨越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环境规制能够

通过创新补偿效应促进跨越组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 但难以通过创新补偿效应驱动

陷入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第三， 环境规制的 ＦＤＩ 优化效应。 东道国提升环境规制强度挤出了流入本地的

污染型外商投资， 但增加了清洁型企业的投资， 从而优化了本地的外资结构， 对经

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 （史贝贝等， ２０１９） ［２４］。 ＦＤＩ 有利于陷入组经济体的经济增

长， 一方面， ＦＤＩ 的引入能够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 并能促进本地的资本积累； 另

一方面， ＦＤＩ 具有技术溢出效应， 本地企业会模仿、 吸收跨国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管

理经验， 从而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 （Ｋｏｋｋｏ， １９９４） ［２５］。 环境规制迫

使污染型跨国企业减少投资或撤出市场，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商投资数额， 可能对

陷入组经济体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跨越组经济体在引入 ＦＤＩ 的同时， 更加注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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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的增长。 在高收入阶段， ＦＤＩ 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 仅

依赖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效应来推动科技进步， 被动地接受外资企业在全球的战略布局，
不利于跨越组经济体经济增长 （刘海云和龚梦琪， ２０１９） ［２６］。 环境规制提高了跨国企

业的准入门槛， 有助于优化外商投资结构、 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 从而缓解了 ＦＤＩ 对
跨越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 因此， 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 ＦＤＩ 有利于陷入组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 不利于跨越组经济体实现经济

增长， 但环境规制能够通过 ＦＤＩ 的优化效应促进跨越组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

四、 实证设计与结果分析

（一） 模型设定

现有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经济体内有较大差

异， 但尚未得出统一结论， 故本文在实证模型中依次引入环境规制的一次项和二次

项， 从而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检验， 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ＰＧＤＰ ｉｔ ＝ａ０＋ａ１ＥＲ ｉｔ＋ａ２ＥＲ２

ｉｔ
＋ａ３ＣＶｉｔ＋λ ｉ＋εｉｔ （２）

其中， ｉ 表示经济体， ｔ 表示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ＰＧＤＰ 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核

心解释变量 ＥＲ 为环境规制； ＣＶ 为控制变量的集合， 包括物质资本、 劳动力占比、
城市化率、 商品贸易和政治腐败程度； λ 为个体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误差项。

进一步， 为考察在陷入组和跨越组经济体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内， 环境规制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发生变化， 本文借鉴 Ｂｈａｉｒｄ 和 Ｌｕｃｅｙ （２００７） ［２７］ 的做法， 使用

ＳＵＲ 模型估计环境规制对陷入组经济体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前后、 跨越组经济

体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前后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Ｔｒａｐ＝ ０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０： ＰＧＤＰ１ｉｔ ＝ ｂ０＋ｂ１ＥＲ１ｉｔ＋ｂ２ＣＶ１ｉｔ＋λ１ｉ＋ε１ｉｔ （３）
Ｔｒａｐ＝ １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１： ＰＧＤＰ２ｉｔ ＝ ｂ３＋ｂ４ＥＲ２ｉｔ＋ｂ５ＣＶ２ｉｔ＋λ２ｉ＋ε２ｉｔ （４）

其中，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分别为陷入 （跨越） 前和陷入 （跨越） 后的模

型。 Ｔｒａｐ 表示陷入组经济体在某一时间是否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Ｔｒａｐ ＝ １ 表示

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Ｔｒａｐ＝ ０ 表示尚未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落入 “中等收入

陷阱” 的经济体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一是某一中等收入经济体在 ２８ 年内仍未

由中低收入阶段跨入中高收入阶段， 则该经济体从处于中低收入阶段的第 ２９ 年开

始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二是某一中等收入经济体在 １４ 年内仍未从中高收入阶

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 则该经济体从处于中高收入阶段的第 １５ 年开始落入 “中等

收入陷阱”。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用于表示跨越组在某一时间是否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１ 表示经济体已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 ０ 则表示经济体尚未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为探究环境规制促进发展中经济体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内在机制， 本文

将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设置为中介变量， 借鉴李毅等 （２０２０） ［２８］的做法， 构建

如下模型进行检验：
ＰＧＤＰ ｉｔ ＝ ｃ０＋ｃ１ＥＲ ｉｔ＋ｃ２ＣＶｉｔ＋λ ｉ＋εｉ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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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ｔ ＝ｄ０＋ｄ１ＥＲ ｉｔ＋ｄ２ＣＶｉｔ＋λ ｉ＋εｉｔ （６）
ＰＧＤＰ ｉｔ ＝ ｅ０＋ｅ１ＥＲ ｉｔ＋ｅ２Ｍｉｔ＋ｅ３ＣＶｉｔ＋λ ｉ＋εｉｔ （７）

其中， Ｍ 表示环境规制可能影响 “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的传导途径， 包含技

术创新 （Ｔｅｃｈ） 和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两个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物质资本、 城市

化率、 商品贸易和政治腐败程度； 其他变量含义同前。
（二）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人均 ＧＤＰ （ＰＧＤＰ） 衡量经济增长水平， 并将其对数形

式设置为被解释变量， 依次考察环境规制对陷入组和跨越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的影

响。 本文采用佩恩表 （ＰＷＴ９􀆰 １） 中的基于链式的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的产出层面

的实际 ＧＤＰ （以 ２０１１ 年美元汇率计算） 除以经济体当年人口数来计算人均 ＧＤＰ。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将环境规制 （ＥＲ）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并采取两种方法

加以衡量。 首先， 借鉴 Ｍａｄｓｅｎ （２００９） 的做法， 本文基于 ＳＯ２ 排放量构建环境规

制指标 （ＥＲ）， 具体计算方法见本文第三节。 考虑到 ＳＯ２ 排放量数据难以准确衡量

经济体的环境规制水平， 且对不同污染物的选择会对回归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故本

文基于多种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指标构建了环境规制综合指数 （ＥＲ１）， 从而对回归

结果的稳健性进行验证。 由于跨国层面的固体污染物排放和工业废水排放的相关数

据难以获得， 本文借鉴朱平芳等 （２０１１） ［２９］ 的做法， 将各经济体的 ＣＯ２ 排放量、
ＳＯ２ 排放量、 ＰＭ２􀆰 ５ 浓度和 ＮＯＸ 排放量四个单项指标构建为一个综合的环境规制

指标。 污染排放数据来源于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 （ ＥＤＧＡＲ）， 时间跨度为

１９７０—２０１５ 年。
中介变量。 结合理论分析和现有研究， 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水平的

渠道主要包括创新补偿效应和 ＦＤＩ 优化效应两个方面， 故本文选取技术创新

（Ｔｅｃｈ） 和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两个变量作为中介变量。 Ｔｅｃｈ 使用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数据库 （ＷＩＰＯ） 中的专利授权数 （Ｔｅｃｈ） 加以衡量。 ＦＤＩ 使用世界经济发展

数据库 （ＷＤＩ） 中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存量的对数值加以衡量。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物质资本 （Ｃａｐｉｔａｌ）、 劳动力占比 （ Ｌａｂｏｒ）、 城市化率

（Ｕｒｂａｎ）、 商品贸易 （Ｔｒａｄｅ） 和政府腐败程度 （Ｃｏｒ） 五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本

文采用佩恩表 （ＰＷＴ９􀆰 １） 中的以当前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资本存量 （２０１１ 年美元

价） 占 ＧＤＰ 比重来表示物质资本， 并采用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劳动

力占比。 城市化率和商品贸易的数据均来源于 ＷＤＩ 数据库， 分别用城市人口占总

人口比重和进出口总额占国内 ＧＤＰ 比重加以衡量。 政府腐败程度的数据来源于国

际国家风险指数 （ＩＣＲＧ） 中的腐败指数， 腐败指数介于 ０ ～ ６ 范围内， 且数值越小

表明越腐败。 为便于研究分析， 本文对该指数进行反向处理， 使得 ０ 表示最清廉状

态， ６ 表示最腐败状态。
由于某些经济体部分变量的数据存在缺失， 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本

文剔除了缺失值较多的经济体和在研究时段内发生国土分裂的经济体， 最终选取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间 ３９ 个陷入组和 ２３ 个跨越组经济体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表 ３ 为主

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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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 变量名
陷入组 跨越组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机制变量

控制变量

人均 ＧＤＰ

环境规制

技术创新

外商直接投资

物质资本

劳动力占比

城市化率

商品贸易

政府腐败程度

ＰＧＤＰ １ ４０４ ８􀆰 ６１ ０􀆰 ６５ ８２８ ９􀆰 ９５ ０􀆰 ６１
ＥＲ １ ４０４ ０􀆰 ４８ ０􀆰 １６ ８２８ ０􀆰 ５２ ０􀆰 ２０
ＥＲ１ １ ４０４ １􀆰 １９ ０􀆰 ６０ ８２８ １􀆰 ９２ １􀆰 ５５
Ｔｅｃｈ １ ４０４ ０􀆰 ０７ ０􀆰 １５ ７９２ ０􀆰 ９０ ３􀆰 ２０
ＦＤＩ １３５８ ８􀆰 ３９ １􀆰 ９８ ７９１ ９􀆰 ４９ ２􀆰 ４０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１ ４０４ ２􀆰 ６６ １􀆰 ４３ ８２８ ３􀆰 ３２ １􀆰 ４２
Ｌａｂｏｒ １ ４０４ ０􀆰 ３５ ０􀆰 ０８ ８２８ ０􀆰 ４２ ０􀆰 ０７
Ｕｒｂａｎ １ ４０４ ０􀆰 ５５ ０􀆰 １６ ８２８ ０􀆰 ７４ ０􀆰 １７
Ｔｒａｄｅ １ ４０４ ０􀆰 ６６ ０􀆰 ３６ ８２８ １􀆰 ０２ ０􀆰 ８７
Ｃｏｒ １ ４０４ ３􀆰 １５ １􀆰 ３３ ８２８ ２􀆰 ２８ １􀆰 １３

（三） 回归结果分析

１􀆰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水平的实证结果分析

依据模型 （２） 的设定形式， 本文将人均 ＧＤＰ 设置为被解释变量， 采用固定效

应模型 （ＦＥ） 依次检验陷入组和跨越组中环境规制对人均 ＧＤＰ 的影响。 考虑到环境

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为了减小估计偏误， 本文运用

系统广义矩估计法 （ＳＹＳ－ＧＭＭ） 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表 ４ 汇报了环境规制影响

经济水平的检验结果。

表 ４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变量
陷入组 跨越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ＥＲ 　 ０􀆰 ４５９∗∗∗ 　 ２􀆰 ０８８∗∗∗ 　 ４􀆰 ２６３∗∗∗ 　 ６􀆰 １３２∗∗∗ 　 １􀆰 ３１２∗∗∗ －０􀆰 ４７１ 　 ０􀆰 ７５６∗ 　 ０􀆰 ８５１
（８􀆰 ５０） （８􀆰 ２１） （２０􀆰 ７６） （１５􀆰 １１） （１３􀆰 ２７） （－１􀆰 ５３） （１􀆰 ９３） （０􀆰 ９７）

ＥＲ２ －１􀆰 ７０３∗∗∗ －２􀆰 ４００∗∗∗ １􀆰 ５８０∗∗∗ ０􀆰 ８３５
（－６􀆰 ６２） （－４􀆰 ６１） （８􀆰 ０３） （１􀆰 ４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模型 ＦＥ ＦＥ ＳＹＳ－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ＦＥ ＦＥ ＳＹＳ－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Ｎ １ ４０４ １ ４０４ ８２８ ８２８ ８２８ ８２８ ２８８ ２８８
Ｒ２ ０􀆰 ４０３ ０􀆰 ４１３ ０􀆰 ４０５ ０􀆰 ４２３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变量的 ｔ 值。

根据表 ４ 的估计结果， 能够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 在陷入组中， 使用 ＦＥ
和 ＳＹＳ－ＧＭＭ 模型估计得到的 ＥＲ 回归系数的符号一致， 即环境规制的一次项系数

显著为正， 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 这表明环境规制与陷入组经济体的人均 ＧＤＰ 之

间呈现倒 Ｕ 型关系。 对于陷入组经济体而言， 一部分经济体的 ＥＲ 值处于拐点值左

侧， 另一部分经济体的 ＥＲ 值则跨越了拐点值， 说明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

陷入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但是陷入组经济体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为落后， 随

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 环境政策会限制其工业部门的发展， 从而对其经济发展产

生了负向效应。 第二， 在跨越组中， ＦＥ 和 ＳＹＳ－ＧＭＭ 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即 ＥＲ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而引入 ＥＲ２ 变量会导致 ＥＲ 系数不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

环境规制与跨越组经济体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即环境规制能

够促进跨越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在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 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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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组经济体为推动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而颁布了一系列的环保政策与法

规。 环境规制政策促使企业增加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并逐步向绿色产业转型升级， 有

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 因而环境规制有助于跨越组经济体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因此， 环境规制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 适度的

环境规制促进了陷入组和跨越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有助于推动发展中经济体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假说 １ 得以验证。
２􀆰 陷入与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的对比分析

依据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的设置形式， 基于 ＳＵＲ 估计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

验， 即比较陷入组在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前后、 跨越组在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前后，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是否发生变化， 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环境规制对陷入组和跨越组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的影响

变量

陷入组 跨越组

（１） （２） （３） （４）
Ｔｒａｐ＝ ０ Ｔｒａｐ＝ １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０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１

ＥＲ ０􀆰 ７４４∗∗∗ ０􀆰 ３５９∗∗∗ ０􀆰 ５８２∗∗∗ １􀆰 ４９０∗∗∗

（４􀆰 ３５） （３􀆰 ８４） （４􀆰 ７４） （１４􀆰 ７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模型 ＳＵＲ ＳＵＲ ＳＵＲ ＳＵＲ
Ｎ ２６６ １１３８ ２６４ ５２８

Ｃｈｉ２ ３􀆰 ９０ （０􀆰 ０４８） ３２􀆰 ５６ （０􀆰 ０００）

注： Ｃｈｉ２ 为 ＥＲ 系数组间差异检验结果； 括号内为 Ｃｈｉ２ 检验的 Ｐ 值； ∗∗∗表示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由表 ５ 可知， 对于陷入组而言， 环境规制变量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 系数组间

差异检验的 Ｐ 值小于 ０􀆰 ０５， 且环境规制指标在 Ｔｒａｐ＝ １ 组中的系数明显小于 Ｔｒａｐ ＝
０ 组中的系数， 表明环境规制在经济体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前后对经济增长的促

进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原因在于， 环境规制能够改善陷入组经济体的环境质量， 协

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 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以牺牲生态环境、 消耗自然

资源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但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是有增长无发展的，
最终使其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当发展中经济体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之后， 经

济发展停滞不前， 加强环境规制可能会进一步抑制其经济增长， 所以陷入组经济体

在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后，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驱动效应被削弱。 对于

跨越组而言， 环境规制系数在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０ 组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１ 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ＥＲ 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正数， 且环境规制指标在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 １ 组中的系

数明显大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０ 组中的系数， 表明环境规制在经济体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前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且经济体在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后， 环境

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 因为发展中经济体在步入高收入阶段后， 对环

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并通过环境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 所

以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大幅提升。 因此， 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陷入组和跨

越组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 环境规制对陷入组经济体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前后的

影响、 跨越组经济体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前后的影响均具有显著差异性， 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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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更有助于推动跨越组经济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假说 １ 进行了补充。
３􀆰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对前文的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 替换被解释

变量， 借鉴刘海云和龚梦琪 （２０１９） 的做法， 本文将追赶指数 （ＣＵＩ） 作为人均

ＧＤＰ 的代理变量， 并使用 ＦＥ 和 ＳＹＳ－ＧＭＭ 估计方法对模型 （２） — （４） 重新进

行检验。 ＣＵＩ 为相对指标， 表示其他经济体的人均 ＧＤＰ 占美国人均 ＧＤＰ 的比重，
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 第二， 替换环境规制变量， 本文

将环境规制变量替换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 （ＥＲ１）， 并剔除了极端值， 对模型

（２） — （４） 重新进行检验。 由表 ６—表 ８ 的结果可知： 第一， 替换被解释变量和

环境规制变量后， 陷入组经济体的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 即环境规制与陷入组经济

体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 Ｕ 型曲线关系。 第二， 对于跨越组而言， 除表 ６ 第 （６）
列外， 其余结果与基本回归结果类似， 即环境规制与跨越组经济体之间存在显著的

正向线性关系。 尽管表 ６ 第 （６） 列的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人均 ＧＤＰ 之间存在 Ｕ
型的曲线关系， 但是绝大多数经济体的环境规制强度均未超越拐点值 （ ＥＲ ＝
０􀆰 ２８５）， 表明环境规制在总体上能够促进跨越组人均 ＧＤＰ 增长。 第三， 替换变量

后， 环境规制对陷入组经济体落入 “陷阱” 前后的影响、 跨越组经济体跨越 “陷
阱” 前后的影响仍具有显著差异性。 因此， 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６　 稳健性检验一： 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陷入组 跨越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ＥＲ 　 ０􀆰 ０３５∗∗∗ 　 ０􀆰 １７３∗∗∗ 　 ０􀆰 ２９０∗∗∗ 　 ０􀆰 ５４２∗∗∗ ０􀆰 ９６４∗∗∗ －０􀆰 ９８１∗∗∗ １􀆰 ３６３∗∗∗ －０􀆰 ４７９
（３􀆰 ９８） （４􀆰 ２１） （１６􀆰 １３） （１３􀆰 ０８） （１０􀆰 ９２） （－６􀆰 ５１） （４􀆰 ０９） （－０􀆰 ６２）

ＥＲ２ －０􀆰 １４４∗∗∗ －０􀆰 ２８１∗∗∗ １􀆰 ７２３∗∗∗ ２􀆰 １１４∗∗∗

（－３􀆰 ４６） （－７􀆰 ６７） （１２􀆰 ６２） （３􀆰 ８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模型 ＦＥ ＦＥ ＳＹＳ－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ＦＥ ＦＥ ＳＹＳ－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Ｎ １ ４０４ １ ４０４ ８２８ ８２８ ８２８ ８２８ ２８８ ２８８
Ｒ２ ０􀆰 ３４６ ０􀆰 ３５０ ０􀆰 ３６９ ０􀆰 ４１３

注：∗∗∗表示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变量的 ｔ 值。

表 ７　 稳健性检验二： 替换环境规制变量

变量
陷入组 跨越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ＥＲ１ 　 ０􀆰 ４２７∗∗∗ 　 ０􀆰 ５８９∗∗∗ 　 １􀆰 ０７８∗∗∗ 　 ２􀆰 ４６０∗∗∗ 　 ０􀆰 ２３０∗∗∗ 　 ０􀆰 ２１６∗∗∗ 　 ０􀆰 ２３１∗∗∗ 　 ０􀆰 ０３３
（５１􀆰 ４４） （１３􀆰 ７０） （１８􀆰 １７） （１６􀆰 １４） （１２􀆰 ６３） （３􀆰 ３２） （３􀆰 ０４） （０􀆰 ２２）

ＥＲ１２ －０􀆰 ０５５∗∗∗ －０􀆰 ６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４
（－３􀆰 ８２） （－９􀆰 ２１） （０􀆰 ２０） （１􀆰 ２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模型 ＦＥ ＦＥ ＳＹＳ－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ＦＥ ＦＥ ＳＹＳ－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Ｎ １ ３８１ １ ３８１ ８０５ ８０５ ８１７ ８１７ ２７７ ２７７
Ｒ２ ０􀆰 ５６７ ０􀆰 ５７０ ０􀆰 ３５６ ０􀆰 ３５６

注：∗∗∗表示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变量的 ｔ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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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稳健性检验三： 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的比较 （替换被解释变量和环境规制变量）

变量

陷入组 跨越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Ｔｒａｐ ＝ ０ Ｔｒａｐ ＝ １ Ｔｒａｐ ＝ ０ Ｔｒａｐ ＝ １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０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１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０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１

ＥＲ 　 ０􀆰 ０８３∗∗∗ ０􀆰 ０１９ ０􀆰 ２０９∗∗∗ １􀆰 ２８１∗∗∗

（３􀆰 ２７） （１􀆰 ６４） （４􀆰 ６８） （９􀆰 ９２）

ＥＲ１ 　 ０􀆰 ０７７∗∗∗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２∗∗∗ ０􀆰 １８０∗∗∗

（１４􀆰 ４０） （１７􀆰 ５０） （３􀆰 ３９） （７􀆰 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６６ １ ０２１ ２６６ １ １１５ ２６４ ５２８ ２６４ ５１７

Ｃｈｉ２ ５􀆰 ２１ １６􀆰 ５８ ６１􀆰 ５８ ２５􀆰 ２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 Ｃｈｉ２ 为 ＥＲ 系数组间差异检验结果； 括号内为 Ｃｈｉ２ 检验的 Ｐ 值；∗∗∗表示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４􀆰 环境规制与 “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的机制检验

根据模型 （５） — （７） 的设置形式，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陷入组

和跨越组样本中环境规制影响 “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的创新补偿效应和 ＦＤＩ 优化

效应， 检验结果列示在表 ９ 和表 １０。

表 ９　 机制检验一： 创新补偿效应

变量

陷入组 跨越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ＧＤＰ Ｔｅｃｈ ＰＧＤＰ ＰＧＤＰ Ｔｅｃｈ ＰＧＤＰ

ＥＲ ０􀆰 ５１８∗∗∗ －０􀆰 ０５６∗∗∗ ０􀆰 ５６２∗∗∗ １􀆰 ４４４∗∗∗ ２􀆰 ２６８∗∗∗ １􀆰 ６７７∗∗∗

（９􀆰 １５） （－４􀆰 ０５） （９􀆰 ２８） （２４􀆰 ０８） （６􀆰 ３２） （２７􀆰 ２６）

Ｔｅｃｈ ０􀆰 ７８５∗∗∗ ０􀆰 ００７∗

（１１􀆰 ０８） （１􀆰 ７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模型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Ｎ １ ４０４ １ ４０４ １ ４０４ ８２８ ７９２ ７９２
Ｒ２ ０􀆰 ３９０ ０􀆰 １１０ ０􀆰 ４２５ ０􀆰 ３５８ ０􀆰 １３７ ０􀆰 ４５５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１０％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变量的 ｔ 值。

表 １０　 机制检验二： ＦＤＩ优化效应

变量

陷入组 跨越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ＧＤＰ ＦＤＩ ＰＧＤＰ ＰＧＤＰ ＦＤＩ ＰＧＤＰ

ＥＲ ０􀆰 ５１８∗∗∗ －０􀆰 ９１６∗∗∗ ０􀆰 ６１４∗∗∗ １􀆰 ４４４∗∗∗ －１􀆰 ７４９∗∗∗ 　 １􀆰 ４６３∗∗∗

（９􀆰 １５） （－４􀆰 ２４） （８􀆰 ２１） （２４􀆰 ０８） （－３􀆰 ９４） （２６􀆰 ０５）

ＦＤＩ ０􀆰 １３２∗∗∗ －０􀆰 ０１２∗∗

（２３􀆰 ９１） （－２􀆰 １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模型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Ｎ １ ４０４ １ ３５８ １ ３５８ ８２８ ７９１ ７９１
Ｒ２ ０􀆰 ３９０ ０􀆰 ２３４ ０􀆰 ４７７ ０􀆰 ３５８ ０􀆰 １４５ ０􀆰 ３５３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变量的 ｔ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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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在陷入组中，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 但技术创新能

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表明环境规制无法通过创新补偿效应促进陷入组经济体经济

增长。 在跨越组中，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技术创新能够

显著促进人均 ＧＤＰ 增长， 表明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推动跨越组经济

体经济增长。 第二， 在陷入组中， ＦＤＩ 有助于驱动经济增长， 但环境规制提高了

跨国企业的准入门槛， 减少了污染型跨国企业的进入， 所以环境规制无法通过

ＦＤＩ 优化效应促进陷入组经济体经济增长。 ＦＤＩ 不利于跨越组经济体实现经济持

续增长， 但环境规制挤出了污染型的外商投资， 并吸引了技术发达的清洁型投

资， 从而优化了外商投资结构， 提高了引进外资的质量， 有利于跨越组经济体实

现经济增长。 因此， 技术创新是推动陷入组和跨越组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

驱动力， 而外商直接投资仅能够促进陷入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环境规制能够通

过创新补偿效应和 ＦＤＩ 优化效应驱动跨越组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 而无法通过创

新补偿效应和 ＦＤＩ 优化效应促进陷入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即验证了假说 ２ 和假

说 ３。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依据世界银行的收入划分标准， 采取绝对值法将各经济体划分为陷入组、
跨越组、 高收入组、 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五个组别， 对 “中等收入陷阱” 的基

本事实进行验证。 同时， 本文基于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 ６２ 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 采取国

别比较的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

果表明： 第一， 环境规制与陷入组经济体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 “Ｕ” 型曲线关系，
与跨越组经济体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正向线性关系， 即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有助于促

进发展中经济体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经济

体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前后、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前后均具有显著差异； 第

三， 技术创新能够驱动陷入组和跨越组经济体经济增长， 而外商直接投资只能促进

陷入组经济体经济增长； 第四， 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 ＦＤＩ 的优化效应

促进跨越组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 但难以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 ＦＤＩ 优化效应促进陷

入组经济体经济增长。
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提供了理论指

导和实证支撑，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发展中经济体应统筹推进

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融合发展， 避免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 合理运用环

境政策工具， 以环境规制倒逼企业技术创新、 优化外商投资结构， 从而跨越 “中
等收入陷阱”； 第三， 我国正处于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关键阶段， 实现环境保

护与经济高质量融合发展是我国迈向高收入阶段的重要前提。 我国应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 打破关键技术 “瓶颈”， 并优化外资投资导向， 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生态建

设、 先进制造业、 现代农业和服务业等高新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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